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现状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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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广州市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主要来源已从能源活动逐步过渡到废弃物处理，其中90%以上来源于生活垃圾处理。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以填埋为主，填埋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5%左右。以广州市常住人口、人均垃圾产生量、垃圾焚烧电厂日处理能力、甲烷回收率等参数设置3种情景，预测到2035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及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预测结果发现：2035年前，广州市垃圾产生量不会出现增长拐点，垃圾处理能力缺口将于2033年前后出现；2019年，由于广州市新增垃圾焚烧厂投入运营，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出现增长拐点；到2035年，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减排情景下将较政策情景下降低31%，在强化减排情景下较政策情景下降低48%；垃圾焚烧相对填埋方式具有更好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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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Forecast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Urban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of Guangzhou 
Xie Pengcheng, Wang Wenjun, Wang Wenxiu, Liao Cuiping, Zhao Daiqing

（Guangzhou Institute of Energy Convers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main source contributing to the increase of Guangzho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s witnessed a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to waste treatment, and more than 90% of the waste treatment emissions come from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in Guangzhou is mainly based on landfills, and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landfill disposal account for about 95% of the total wast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is paper sets up three scenarios based on parameters including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amount of waste generated per capita, daily disposal capacity of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plants and methane recovery rate, to predict the domestic waste output and the consequen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Guangzhou by the year 2035. The predic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 growth tipping point in per capita domestic waste output in Guangzhou before 2035, but there is going to be a gap in the city’s waste disposal capacity around 2033; the emissions from waste disposal,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meet with a tipping point in 2019 due to the new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s; by 2035, the emissions under the emission reduction scenario would be 31% less than that under the policy scenario, and the emissions under the intens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scenario would be 48% less than that under the policy scenario. Waste incineration has bett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compared to land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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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超过一半的大中城市被垃圾包围[1]。由于城市地区人口众多、环境容量有限，生活垃圾增长率不断提高，污染日趋严重，生活垃圾的管理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综合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团队基于对广州市2010年至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持续跟踪研究，发现广州市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主要来源已从能源活动逐步过渡到废弃物处理（见图1）：2011年相对于2010年，排放增量中能源活动占89%，废弃物为0；2014年相对于2013年，排放增量中能源活动占58%，废弃物占25%；2018年相对于2017年，排放增量中能源活动占29%，废弃物占70%。其中，甲烷（CH4）的排放量占2018年各类温室气体总排放增量比例为73.3%，这与废弃物处理排放量的90%以上来源于生活垃圾处理中的垃圾填埋是一致的。可见，控制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将对控制城市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放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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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市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分布
国内外对城市生活垃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垃圾的处理现状、影响因素和管理评价，如李晓东等[2]对我国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热值进行分析，为垃圾焚烧提供参考；黄和平等[3]对南昌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的生命周期进行评价；孙向军[4]、毛凯等[5]分别对高效能、低排放的生活垃圾焚烧炉结构型式以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烟气处理技术的优化控制进行了探讨；唐伟等[6]从生活垃圾处理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角度分析了杭州市生活垃圾排放状况；孔令强等[7]从时空特征分析了我国2006－2014年的生活固体垃圾排放特征；李彬华[8]、张英民等[9]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Liu等[10-11]基于碳流和能源流，对未来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管理策略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情景的环境绩效进行评价；Chen[12]、Cristina等[13]对如何从城市固体废物中回收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进行了评估；Nina等[14]对废弃物管理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边界开展讨论；Chen[15]利用废物-能源转化技术评估城市及其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回收；Chung等[16]以韩国为例，分析了不同垃圾处理方式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潜力和经济影响。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其中长期预测的研究较少。  

广州市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引领的作用，作为标杆城市，广州市势必成为国内其他城市的效仿对象。与城市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增长相伴而来的是生活消费品的增加，未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量将不断创新高，随之而来的是垃圾处理产生的惊人温室气体排放量，这对于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将是一个巨大挑战。作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和“中国达峰先锋城市联盟”（APPC）成员，广州市已承诺力争CO2排放量在2020年左右达峰，要实现这一目标，广州市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研究将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近10年来的生活垃圾排放情况进行动态研究，定量分析和比较影响垃圾排放量的因素，以城市常住人口、人均垃圾产生量、垃圾焚烧电厂日处理能力、甲烷回收率等参数设置了3个情景，预测广州市到2035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及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的建议，同时以期为控制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提供参考。

2  广州市生活垃圾现状

广州市是广东省会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下辖11个区，全市土地总面积为7 434.4 km2，地处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南海，毗邻香港和澳门，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交通通信枢纽，是我国的“南大门”。2010－2018年广州全市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为10%，2018年实现GDP 为22 859.35亿元；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8年三次产业比重为0.98∶27.27∶71.75；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为2%，2018年年末常住人口为1 490.44万人，城镇化率为86.38%1）。

广州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迅速，从2010年的328.04万t增长至2018年的601.62万t，与GDP同步增长（见图2）。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填埋和焚烧两种，广州市的生活垃圾处理以填埋方式为主，2010年垃圾填埋量为垃圾焚烧量的10倍。随着广州市垃圾焚烧电厂不断建成和投入运行，广州市垃圾的焚烧量逐步增加，占总处理量比例从2010年的9%增长到2018年的24%。
右纵坐标轴上的数值按我刊规范，以增加1/4个字符空格的形式进行三位分节，不能用逗号间隔！[image: image2.png]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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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州市2010－2018年GDP与生活垃圾处理量
从表1至表3可见，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填埋为主，2018年通过填埋方式处理的垃圾量是焚烧方式处理量的3倍多。垃圾填埋产生的CH4增温潜势高于焚烧排放的CO2，对温室气体浓度的影响更大；虽然垃圾填埋后产生的CH4气体部分得到回收，但是从总量看，垃圾填埋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仍然远远高于垃圾焚烧排放。随着经济增长、人口聚集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未来广州市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将不断增加。截至2018年年底，广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共计5处：兴丰填埋场、火烧岗填埋场、狮岭填埋场、棠厦填埋场和陈家林填埋场，日均处理生活垃圾约1.4万t；垃圾焚烧厂共计2家：广州市第一资源热力电厂一分厂、二分厂，日均总处理生活垃圾能力约3 000 t；在建资源热力电厂5家，日均总处理能力约1.1万t；计划新建资源热力电厂5家，日均总处理能力约1.6万t。届时，广州市日均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达到3万t。

                   表1  2010－201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量                  单位：万t
	项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填埋量
	298.22
	284.29
	349.17
	343.68
	301.31
	334.97
	383.48
	416.58
	456.80

	焚烧量
	29.72
	36.47
	31.76
	50.60
	92.31
	99.18
	101.28
	91.11
	143.69


注：根据2010－2018年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广州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情况》计算。
表2  2010－201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类别构成
	项目
	厨余
	纺织品
	花园公园废弃物
	纸张
	木竹

	占比
	60%
	3%
	17%
	15%
	5%


注：根据对垃圾处理厂的抽样分析结果综合得出。

表3  2010－201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的甲烷回收量

	项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实物量/万m³
	2 629
	2 615
	3 345
	3 798
	3 330
	6 234
	5 576
	6 057
	6 642

	折重/万t
	2.02
	2.01
	2.58
	2.92
	2.56
	4.80
	4.29
	4.66
	5.11


注：根据标准状态下CH4密度为0.77 kg/m³计算折重。
3  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3.1  总体情况

生活垃圾处理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CH4和CO2。在本研究中，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方法采用我国《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提供的质量平衡法。根据计算结果（见表4和图3），广州市生活垃圾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014年较2013年虽然垃圾处理量持平，但排放量下降10%，原因在于2014年广州市第一资源热力电厂二分厂建成投产，每日垃圾焚烧能力从之前1 000 t提升至3 000 t；2014年较2013年的垃圾填埋量下降12%、焚烧量增加82%，2015年较2014年垃圾处理量增加10%，但排放量下降8%，原因在于2015年垃圾处理中CH4回收量较2014年增加88%。由此可见，在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降低填埋率、提高焚烧率、加强CH4回收对控制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均能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表4  2010－201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万t
	年份
	垃圾填埋
	垃圾焚烧
	CO2当量总量

	
	CH4
	折CO2e
	CO2
	CO2e

	2010
	20.53
	431.20
	8.02
	439.23

	2011
	19.49
	409.29
	9.85
	419.13

	2012
	23.83
	500.36
	8.58
	508.93

	2013
	23.07
	484.50
	13.66
	498.16

	2014
	20.22
	424.69
	24.92
	449.61

	2015
	18.48
	388.07
	26.78
	414.84

	2016
	24.71
	518.87
	27.32
	546.19

	2017
	26.84
	563.65
	24.60
	588.25

	2018
	29.43
	618.07
	38.80
	656.87


注：按《IPCC清单指南》第二次评估报告推荐的、在100 a时间尺度下的数值，CH4转换成CO2当量计的全球增温潜势（GWP）值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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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0－201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及排放量
3.2  生活垃圾处理与常住人口的变化趋势

根据2010－2018年广州市常住人口、生活垃圾产生量及排放量，计算人均垃圾处理量及排放量。根据计算结果可知（见表5和图4），常驻人口增长是影响广州市生活垃圾排放总量的重要因素，2010年至2018年广州市人均垃圾处理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除2014、2015年相对于前几年提高垃圾焚烧率和CH4回收率引起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之外，垃圾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整体趋势仍然是持续增长的。
          表5  2010－2018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及人均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年份
	常住人口/万人
	常住人口增速
	人均垃圾处理量

(t/年)
	人均垃圾处理
温室气体排放量/(t/年)

	2010
	1 270.96
	
	0.26
	0.35

	2011
	1 275.14
	0.33%
	0.25
	0.33

	2012
	1 283.89
	0.69%
	0.30
	0.40

	2013
	1 292.68
	0.68%
	0.31
	0.39

	2014
	1 308.05
	1.19%
	0.30
	0.34

	2015
	1 350.11
	3.22%
	0.32
	0.31

	2016
	1 404.35
	4.02%
	0.35
	0.39

	2017
	1 449.84
	3.24%
	0.35
	0.41

	2018
	1 490.44
	2.80%
	0.40
	0.44


注：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各年度《广州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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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0－2018年广州市人均生活垃圾处理量及温室气体排放量
3.3  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GDP变化趋势
图5显示，2018年广州市人均GDP较2010年增长80%，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2010年增长50%；2010年至2018年期间，人均GDP平均增速约为8%，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增速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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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2018年广州市人均GDP与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一般来讲，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人均垃圾产量也就越高[7]。2017年全球人均垃圾产生量最高的国家是美国，约为每天每人2.45 kg，表明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与其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会受垃圾处理方式的影响。未来随着人民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排放量也将持续增长，目前需要做的是积极采取各种垃圾治理措施减少垃圾产生量，采用更合理的垃圾处理方式来降低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争取尽早到达峰值并使达到峰值的垃圾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使垃圾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实现城市绿色发展。

4  未来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及温室气体排放量预测

根据2017－2035年广州市总体规划，2020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将达到1 550万人，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将控制在2 000万人左右[17]，由此，本文推算2020年至2035年间广州市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71%，据此计算2020年至2035年广州市各年度常住人口数量，并建立方程来估算2020年至2035年广州市生活垃圾的填埋量和焚烧量，进而计算2020年至2035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具体的方程形式分别如下：
Si =Ei×Pi                               （1）

Qi =Vi×Ri×365                            （2）

Li =Si−Qi                              （3）

式（1）至式（3）中：Si表示各年度生活垃圾总处理量（万t）；Ei表示各年度人均生活垃圾量（万t）；Pi表示各年度常住人口数量（万人）；Qi表示各年度垃圾焚烧量（万t）；Vi表示不同年度垃圾焚烧电厂日处理能力（万t）；Ri代表不同年度垃圾焚烧电厂的负荷率；Li表示各年度生活垃圾填埋总量（万t）。

在计算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时，应扣除CH4回收量，因此，本研究以城市常住人口、人均垃圾产生量、垃圾焚烧电厂日处理能力、CH4回收率这4个参数设置3种情景，分别研究广州市未来生活垃圾处理的排放量（见图6）。3种情景分别为：

（1）政策情景，即常住人口依据现有规划，垃圾日处理能力根据垃圾电厂和填埋场规划，人均生活垃圾量根据近10年数据线性增长，CH4回收率采用近5年平均值。

（2）减排情景，即在政策情景的基础上提高垃圾焚烧比例和CH4回收率，人均生活垃圾增量有所降低。

（3）强化减排情景，即在低碳情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垃圾焚烧和CH4回收率，人均生活垃圾增量进一步降低。
纵坐标轴上的数值按我刊规范，以增加1/4个字符空格的形式进行三位分节，不能用逗号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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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0－2035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量预测
如图7所示，3种情景下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在2035年前不会出现增长拐点，仍将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在政策情景下，广州市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缺口将于2033年前后出现，而根据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经验，设施建设从立项到投产建成周期约5年，因此，如不启动新一轮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建设工作，广州市将再次面临“垃圾围城”困境。同时，在政策情景下，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9年之后出现增长拐点，这缘于广州市有新的垃圾焚烧电厂建设和投产：2019年生活垃圾的焚烧能力较之前提高4.7倍；2022－2027年间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在2019年的基础上提高2.1倍，基本能消纳全市生活垃圾处理量，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平稳状态；2028年以后，生活垃圾焚烧能力不足，部分垃圾又将选择填埋处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长。到2035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在减排情景下较政策情景下的填埋量减少34%，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2%；在强化减排情景下较政策情景下的填埋量减少55%，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6%。同样，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在减排情景下较政策情景下的焚烧量减少7%，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7%；在强化减排情景下较政策情景下的焚烧量减少13%，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是减少13%。可见，减少垃圾填埋量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效应明显高于垃圾焚烧量的减少。
纵坐标轴上的数值按我刊规范，以增加1/4个字符空格的形式进行三位分节，不能用逗号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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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0－2035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放量预测
5  结论和建议

（1）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呈逐年增长趋势。2010年至201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量的平均增速为7.85%，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增速为5.16%，且后期增速大于前期。目前广州市的生活垃圾处理以填埋为主，各年度的生活垃圾填埋量占生活垃圾处理总量约80%以上，各年度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96%。从国外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来看，美国从2002年开始大幅降低垃圾填埋率，目前其垃圾焚烧电厂的容量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焚烧处理的生活垃圾量占其生活垃圾总产生量的75%以上，直接填埋量不足3%而且填埋量还在逐年下降。根据预测，广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将逐步降低，到2035年，在政策情景下，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约78%；在减排情景下，这一占比为66%；在强化减排情景下，这一占比为51%。

（2）城市人口和GDP是影响城市生活垃圾排放总量的重要因素。城市的人口数量越多，生活垃圾量越大[18]。广州市2010年至2018年人均日垃圾处理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基本维持在0.7 kg～1.1 kg，低于2006－2014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日清运量（1.22 kg～1.27 kg）[7]，也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日清运量（1.26 kg～1.43 kg）[19]，但与很多已实行生活垃圾排放有偿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偏落后。例如，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垃圾收费能使社区废弃物排放量减少14%～27%[20]；20世纪90年代，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垃圾称重收费，取得了显著效果，人均日垃圾清运量从1991年的2.3 kg减少到2010年的1.0 kg [7]；我国台北市也是进行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政策最早且最成功的城市，其人均日垃圾清运量从1995年的1.34 kg降低到了2012年的0.37 kg [21]，垃圾减量化效果明显。未来，随着我国城市人民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排放量也将持续增长[22]。根据预测，到2035年，广州市人均日垃圾处理量在政策情景下为2.55 kg，在减排情景下为2.3 kg，在强化减排情景下为2.1 kg。因此，应从源头即人们的生活习惯开始，切实做到垃圾分类，实行“谁污染，谁付费”，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从而减少个人垃圾产生量，有效抑制城市垃圾产生量和排放量。
（3）广州市2035年前垃圾增长量均不会出现增长拐点，垃圾处理能力缺口将于2033年前后出现，需要启动新一轮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建设工作。广州市得益于垃圾焚烧电厂的建设和投产，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9年之后出现增长拐点，2022－2027年间生活垃圾排放总量呈平稳状态，2028年之后在不增加焚烧处理容量的前提下，生活垃圾排放又将继续上升。因此，若能适当采取措施，根据预测，到2035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减排情景下将较在政策情景下降低31%，在强化减排情景下较在政策情景下降低48%。
（4）减少生活垃圾填埋量所带来的减排效应明显高于垃圾焚烧量的减少。因此，调整生活垃圾处理结构，逐步减少生活垃圾填埋、力推生活垃圾焚烧[18]，增强现有生活垃圾设施处理能力，改进原有的各种垃圾焚烧装置及开发新型焚烧炉，进一步提高环境保护执行标准，使之朝着高效、节能、低污染的方向发展。此外，提升技术，提高生活垃圾填埋沼气的回收率，将对于控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排放增量起到显著作用。
注释：
1）根据2011－2018年《广州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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